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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与“教育”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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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Selec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FU Xihong
Abstract
	 Building	an	organization	 that	regards	 the	nation	as	being	central,	 in	order	
to	 solve	 the	deep	crisis	 facing	modern	era	China,	was	 the	main	 concern	at	 the	
center	 of	 Liang	 Shumi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dealing	 with	 this	
problem,	 Liang	 rejected	 China's	 traditional	 Confucian	 Ceremonial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was	to	be	based	on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ustomary	 habits.	 The	 most	 fundamental	 method	 of	 linking	
customary	 habits	 with	 organization	 was	 thought	 to	 be	 education.	 Education	
inspires	 an	 awareness	 of	 one's	 rationality,	 which	 leads	 to	 cooperation,	 and	 this	
was	 the	chosen	method	 in	 the	setting	up	of	Liang	Shumi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How	to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goals	of	a	developing	modern	country	and	
the	 inner	 tradition	of	Ceremonial	Culture	 that	 tended	 toward	being	 liberal,	was	
a	 key	 problem	 facing	 Liang	 Shumi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However,	
Liang	 could	 not	 solve	 this	 problem	 through	 his	 words	 and	 ac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question	of	how	an	awareness	of	one's	rationality	developed	through	
education	would	 lead	to	unity	and	cooperation	was	not	successfully	answered	by	
Liang's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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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梁漱溟的生平学行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一字漱冥，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
林，是中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公认为“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
人物，在海内外广泛流传的美国学者艾恺的《梁漱溟传》，则将他称为“最后的儒家”1）。本文所要
探讨的不是梁漱溟儒学思想的理论构造，而是要透过他有关实践活动的论述，去了解他的理论思
考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以及由具体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旨趣。具体而言，本文所要讨论的是，
作为对于儒学（或说儒家）有着强烈认同感的梁漱溟，同时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寄予了“中国民族
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之极高的期许，那么他在乡建运动中所采取的具体路径、实际步骤是什
么？或者更准确地说，考察儒学精神如何运用和体现于乡村建设运动中，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为此，我们将首先简要回顾总结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理论在其生涯中的位置；其次着讨论他的儒学
观中对于儒家之“礼俗”的重视；接着以此为参照探讨他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具体措施，即其以
“教育”建设“新礼俗”的基本方案。至于这些探讨能对梁漱溟的思想立场及其意义达成什么样的
新认识，则是最后一部分所要关注的问题。
一、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
 在梁漱溟晚年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认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乡村建设运动”（1927－
1936）和“促进国内和平”（1940－1946），以及晚年写成的《人心与人生》一书2）。该书是在历经
人生曲折之后“渐渐恢复了自信”3）之际写成，其基本的精神则已在早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4）中
成形。
 梁漱溟早年热衷民主政治，其后信仰佛学，一心想要出家，后来认识到只有儒学才把握了宇
宙人生的真理，从而开始倡导儒学，并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在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
 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至少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等三股影响极大的思
 1） The Last Confucian :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 Guy S. Alitto，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中译本王宗、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
国现代化的两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艾恺于1982年对梁漱溟进行了访谈，将梁漱溟口述化为《这个世界会好码？》一书，台北：博雅书屋，2008
年，第99－100页。
 3） “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多年之后，夙性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见1981年《试说明毛泽东晚
年许多过错的根源》，《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五卷，第521页。下文简称《全集》，
并以“5－521”的方式注明卷数和页码。
 4）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21年，收入《全集》第一卷，日文版《東西文化とその哲学》，アジア問題研究会
编，長谷部茂译，東京: 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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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而从梁漱溟分别写于1930年和1931年的两篇文章的标题，我们便可以确定他的基本立场，即
《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
―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5），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当时受到的主要批评，也正是来自这两个阵
营，尤其是后者，例如千家驹（1909－2002）当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歧路―评邹
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6）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1949年以后对他进行的
大规模批判，往往也溯及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以及为地主阶级服务等错误。
 而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7）等著作中，梁漱溟正面阐述了自
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命运的看法以及自己为什么走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道路。
 从时间上来看，他走上乡村建设运动的道路，至少可以追溯到1924年他从北京大学辞职，开
始进行社会教育活动，并逐渐将目光转向乡村。他曾先后在广东和河南等地开展乡村教育活动，
并于1931年到山东邹平，在那里创建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了将近7年的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验，
一直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
 梁漱溟在20年代后期曾考察过陶行知（1891－1946）在江苏南京附近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和晏阳
初（1893－1990，一说生于1890年）8）在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展的工作，他对前者给予了毫
无保留的称赞9），后来他的很多措施都是仿效陶行知；而对后者则颇有微词10），后来别人将他在邹
平的工作与晏阳初在定县的工作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强调自己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在社会改造：“邹
平工作的动机不在教育。现在邹平的工作才转到了教育上来―这原是从‘乡村自治’转过来
 5） 原是为《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而作，今收入《全集》 5，第133－173页和261－294页。
 6） 原文载1935年 4 月 6 日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副刊》第57期，收入同月出版的千家驹、李紫翔编著《中
国乡村建设批判》，上海：新知书店，见《民国丛书》第四辑16。
 7） 前者193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后者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均收入
《民国丛书》第四辑14。
 8）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进入30年代后陶行知则将重心转向工场教
育、儿童教育以及抗日救亡运动，而在20年代则有“南陶北晏”之称）。晏阳初在定县的工作起步于1926年，
他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
“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认为幼年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他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为日后的平民教育
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埋下了“微妙的火种”。 此外，日后的教会学校教育以及欧美的民主教育对晏阳初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欧洲战场上的华工朝夕相处的生活，则让他既
看到了华工之“苦”，也看到了华工之“力”，并直接促成了他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的志向。晏阳初本人
曾经提到，“三C”：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影响了他的一生。《晏阳初全
集》第二卷之《九十自述》和《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等文，由上可见，晏、梁之间虽共同关注乡村建设，
然双方致思进路不尽一致，晏阳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路的出发点在底层个体之“民”，而由此上升到
“国”，而最终又突破了“一国”之局限；梁则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认识到“团体生活”之重要，并
将其落实到乡村基层社会之建设的，呈现出由“国”返“民”的趋向。
 9） 见《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全集》4－839－852。
10） 至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不同意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的一大问题在“私”，这关乎他对中国社会基本性质的判
断―“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他对晏的直接批评则见《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全集》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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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1）而这正是他称自己人生“四个没想到”中的最后一个。12）
二　儒学的要义在其“礼俗”之中
 梁漱溟的儒学观，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已经获得基本阐述，并结合乡村建设道路的构
想，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等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不过为了
紧扣“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路径选择”这一主题，我们首先还是来考察一下一位叫做严敬斋的
人物刊登于《村治》月刊上的来稿―《村治与乡治之研究》，以及梁漱溟对此的回应―《敬答
严敬斋先生》13）。
 梁漱溟在回应中提到，1929年他到各地考察乡村运动时曾在山西太原见到过这位严敬斋先
生，从梁漱溟的语气或可推断严的年辈高于梁，但是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之甚少，在《民国人物
大辞典》和《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等这样的大型辞书中均未能查阅到他，根据他运用《仪
礼》这样的儒学经典资源来推动乡村建设的行为，我们暂且推断他为一位“地方性的儒者”。据他
自己说，他住在山西省河津县距城40里的村庄，他平时喜欢研究“自治理论”，并且在自己村里付
诸实践而没感到吃力。在拥有300多户人家的村里，已经有“小学五，信用组合三十，兴学会、婚
葬互助会、奖勤会各一，各有相当之基金，去年又议定提出相当款项，建设讲善堂与贫民住所。”
严氏的乡村建设在教育、民俗以及慈善方面展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极为注重经济上的互助合
作，认为这是村治得以展开的基础和保证14）。他认为上述这些业绩虽不能让自己满意，但对于乡村
自治一点也不悲观，尤其是有青年后继人才可以延续这项自治事业，更为可喜。
 严敬斋在文中不仅谈到了自己“村治”实验所取得的成绩，更着重规划了之后由村一级向乡
一级扩展，并将“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作为推进乡村自治的关键步骤，与此同时将此前已经
实践的信用组合推广到乡里，两者共同构成乡村自治的主要措施。他说：
总上而言，即欲以乡饮酒礼，唤起乡人自治之心，默示乡人长幼之序，以为乡治之先导；再
以乡射礼，奖励乡人自强之心，培养乡人自卫之力，以植保卫之基本。而提倡办理者惟赖中
坚人物之结合，中坚人物之结合，能有实物维系其中，可以久不涣散者，又有赖于信用组合
之应用……
11） 《全集》5－260。这也得到了晏阳初方面资料的证实，他本是由扫除“文盲”而走上乡村改造道路的，晏说
“首先，乡村改造运动是一场教育运动。”《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第400页。
12） 参见1934年初长篇讲话《自述》（《全集》2－1－34）以及《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梁漱溟先生年谱》代
序，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3） 分别登载于《村治》之 2卷 3期（1931年 7 月）和 4期（同年 8月），均收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上海：中华书局，第417－426页，见《民国丛书》4－14。
14） 他所说的“信用组合”即是每人共同出资，相继使用，参与各方互相监督，共同获益的民间借贷形式。在
相对较为封闭，人口流动很小的中国农村，这一民间融资形式相当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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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饮酒礼和乡射礼均为古礼，具有培养士民道德意识和进行社会教化的作用15）。而借助乡饮
酒礼和乡射礼养德与教化，尤其是注重使民众“观化”的做法，则使得严敬斋的儒者本色在此得
以尽情展现。严敬斋的乡村建设思想得到梁漱溟的深切认同，尤其是对于儒礼的运用更获得了梁
漱溟的激赏。他有关“礼”的这一段话很长，但值得仔细玩味，在此先录出前半部分：
先生文中极言乡村间礼之不可废，古礼（乡饮酒、乡射）之当兴复，此最有眼光之言；然一
般人或不识也。中国乡村生息濡染于中国文化以至于今日，流风亦已歇，流弊亦已深；谋乡
村改造者自非有真情实意运乎其间，盖未易识得其问题之深曲，而有以见乎其出路之所从。
出路何从？则“礼”是也。此掬出心肝之言，毫不杂以书生迂阔之见，文人矜奇之意者。
 在此梁漱溟主要讲了几个要点，第一，乡村中“古礼”不可废；第二，因为中国文化（在梁
看来其精华当为“礼乐”或“礼俗”）在乡村实行日久已产生深厚的流弊，因此常人不能理解“礼”
之不能废的道理；第三，唯有“真情实意”地投入乡村改造的人才能体会到“礼”乃是乡村改造
之出路所在，对此梁漱溟反复强调了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对于敬斋的其它设想，梁也大多都
能赞成，而唯独在这里他反复声明“此掬出心肝之言”，此中深意，尤为耐人寻味。
 若要了解梁漱溟为什么在此不厌其烦地表明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我们还得从他对于“中国
文化”的基本认识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儒学推向了当时论争的焦点地位。“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项
重要口号。如梁漱溟引用陈独秀的话：“万一欲建设新国家新社会，则对于此新中国新社会不可相
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宪法与孔教》，1916年）梁漱溟对此评论：“陈
君这段话也可以说是痛快之至，在当时只有他看的如此之清楚。”16）那么梁漱溟如何看待陈独秀等
人激烈抨击儒学和礼教的态度呢？他指出“‘三纲五常’是否为孔子的东西，我们无从知道。……
若仅主张或攻击‘三纲五常’……断没论到孔子的根本精神上。”17）他不认为中国的礼乐制度从根
15） 《仪礼》乡饮酒礼篇记述乡人以时聚会宴饮的礼仪。《礼记》射义篇说，“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乡饮酒义》说：“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
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
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
行立矣。”乡饮酒礼的意义主要在于序长幼，别贵贱，以一种公共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成就孝弟、尊贤、敬长
养老的道德风尚，达到德治教化的目的。乡射礼则是州长于春、秋二季在州学会民习射之礼。乡射之前，必
先行乡饮酒礼。因此，《仪礼》把《乡饮酒礼》列于《乡射礼》之前。《礼记》射义篇篇说：“射者，仁之道也。
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射之为言绎也（孔疏 ：绎者
陈也，陈已之志）……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 ；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射者各射
己之鹄。”《乡射礼》中有以乐节射之仪。《射义》说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
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据此，射不仅是一种技艺的练习与竞赛，更重要的是体现
了一种观盛德、司礼乐、正志行，以成己立德的道德教化意义。
16）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集》2－338－339。
17） 《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全集》4－770。另可参见他对泰戈尔关于儒学的正面回答，见汪东林编著《梁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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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来说就是行不通的，问题只是出在：“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
刚硬冷酷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咒之为‘吃人的礼教’，就是为此。”18）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孔子的地位无可怀疑，然而还有超乎其上者。梁漱溟指出：“其实孔子
的教化久已不得而见之……真正中国的人生之开辟一定前乎孔子，而周公当为其中最有力之成功
者。”周公开创文化之功正是在于他创制礼乐。“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扭转得那古代社会的人
生！自非礼乐，谁能以道理替换得那宗教！中国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礼乐，其次乃是孔子道
理。”19）
 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进一步阐发了儒学所努力开拓的一项伟大运动在于：
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含军事、外交、内政）化为礼，乃至人
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
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而使进于理性。……理性的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虽后来“礼崩
乐坏”，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进行，始终要靠礼俗。―因理性的伟大，而中国民族伟大；然而
皆礼俗之效也20）。
 在梁漱溟看来，礼俗不仅成就了中国文明过去的伟大，而且在今后也还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
用。只不过，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敬答严敬斋先生》的结尾，梁漱溟说：“漱生长北平，未
亲尝乡间生活，纵有实心，缺憾正多。愿先生时有以教之也”21）这里一半是客气话，一半也道出了
真实情况，如何贴近农民的实际生活而展开乡村改造，这是来自大城市的梁漱溟面临的严峻考验。
那他具体是从哪里着手开展工作的呢？这就涉及到他有关 “教育”的理论。
三　乡村建设须落实为“教育”
 为了弄明白为什么梁漱溟选择以“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路径，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梁漱
溟是如何走上乡村建设的道路的。而具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从根本上而言，民国初年他积极参与在北京的各项政治活动，而深感“我惟有深深叹
息，叹息着中国人习惯与西洋政治制度之不适合。此时我已不再热心某一种政治制度表面上之建
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当我注意到养成新政治习惯时，即已想到‘乡村自治’问题。
此中过程颇明显，因为我心目中所谓新政治习惯，即团体生活之习惯，国家为一个团体，国家的
敏问答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18） 《乡村建设理论》，《全集》2－201。
19）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全集》5－77。
20） 《全集》2－183－185。
21） 这正是前述梁漱溟人生第四个“没想到”，他在各处都曾反复提及，如上举《自述》和《年谱代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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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团体的生活。要培养团体生活，须从小范围着手。即从乡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
亦即是由近处小处短距离处做起。”22）他后来强调“农民需要组织和科学，这是乡村建设的目的”
也是首先着眼于让农民过上团体生活。这是他走上乡村建设道路的根本动因。
 其二，从具体路径上来说，他又是由社会教育活动而转入乡村建设运动的。1924年，他从北
大辞去教职，试图按照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来兴办学校，并逐渐走上乡村建设的道路。
 循着这一条道路，在乡村建设运动至关重要的1933年的夏天23），梁漱溟发表了《社会本位的教
育系统草案》，该文在梁漱溟一生中地位极为重要―“谨为此一生从少壮而中年思索解决中国问
题几经曲折转变臻于成熟的具体规划”。此前他已经认识到“培植乡村自治体”以及“有组织、有
方针地发达社会生产”之重要性，但是“尚未认识其入手乃在实施社会教育，其重点更在成人”24）。
而在《草案》中，梁漱溟在“教育居于最高领导地位”的观念指导下提出了诸多主张：“本案盖即
以学校教育而特别注重教育推广工作，勿拘守于校门以内者。特如所谓‘学校应为地方社会之中
心，教员应以社会之指导者自任’之义，尤为本案意趣所在。”“本案以社会运动纳于教育系统中，
直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25）
 他的乡村建设的目标―把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自卫与
自立 ；同时从农业引工业，完成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将如何按照他纳
政治制度于教育的设想得以实行呢？1933年，他把邹平县内8个区，158个乡和镇全部废除，把全
县划分为14个乡，每个乡和习惯的天然经济区域―集市区域相适应，以及设立366个自然村，将
其作为最低的行政单位。同时他以乡级的“乡校”和村级的“村校”取代政府行政机关。乡村学
校的构造为：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将整个社会纳入学校的制度中，以学校代替原来的行
政机构，将原有的管理职能转化和扩充为教育引导的职能。而乡校、村校的教育分为成人教育、
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内容强调有用：识字、农业知识、一般科学、卫生常识和公民学。
在经济组织上，实行合作社体制，逐渐增加利润积累，最后使得资本公有化。1933年研究院解散
职业警察，建立平民自卫力量，到1935年邹平不再有雇佣警察和省里派驻的部队。其它还有建立
改进道德的民间组织和公约，反吸毒、酗酒、赌博；用现代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在每一乡建立卫
生所，培训护理人员，他们配有自行车和卫生箱，深入到各个村落，主要内容是接生。所有这些
希望达到的是乡村自己的自主、自立和自治。
 梁漱溟所说的让中国人过上团体的生活，也就是要建设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而因为中国传统
就是依照习俗而非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持秩序的，所以在他看来建设新的社会组织也就等同于“建
设新的礼俗”，也就是说“将来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是礼俗而非法律”26）。
22） 《自述》，见《全集》2－21。
23） 这年夏天他的乡村实验获得南京中央政府的认可，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批准邹平地区成为试验县，允
许学院开展包括改革政府行政机构在内的各项研究和实验活动。
24） 《年谱代序》，《年谱》第三页。
25） 全文见《全集》5－391－410页，引文见407、409页。尤可注意的是，全文竟毫无“礼俗”的踪影。
26） 《乡村建设理论》之《新组织即一新礼俗》部分，《全集》2－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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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国人注重礼俗的传统，是和“自由散漫”相伴相生的，如梁漱溟所举出来的中国文
化的两大特征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甚早”和“缺乏团体组织的生活”，并且“中国人的散漫，实原
于以理性主义的孔子教化代替宗教而来”27）。
 那么，怎么才能弥补“理性自觉”与“团体生活”之间的差距，从而建设“团体生活”呢？
原本在传统社会里“教化之为用，盖在培植礼俗，引生自力”，而达成松散的，但却能各自相安的
秩序。与此相对应，梁漱溟反其道而行之，化“教化”为“教育”28），而改变“缺乏团体组织的生
活”的局面。如上文所指出的，他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必须通过“教育”来重新激活这种自觉自
愿的精神。上述“理性早熟”，指的是中国人很早就发展出理性的能力，而理性“指一种自觉的思
维的行为而言”。所以“走教育的路”和“走理性的路”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从教育启发他自觉
而组织合作社，而形成其自治团体，”29）也就是说，“新礼俗”就是要通过教育启发民众自觉地进行
合作，从而组成团体生活。这也就是乡村建设的任务，即培养乡村居民进行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乡村建设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工作，而是关乎中国未来建国之路的全
局性的根本性举措。
 基于理性的自觉思考，而形成一种不依靠强制力的习惯和风俗，这是中国人传统走过的路，
也将是中国人未来要走的路。教育和礼俗，在化强制为非强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是在此意
义上，梁漱溟所说的“新礼俗”可以说是“新礼教”，在强调教育的意义上，他在“五四”打倒
“旧礼教”之后，重建了一套“新礼教”。正是以“教育”作为最为关键的环节，梁漱溟将传统已
有的“理性”、“礼俗”与将要建成的“团体生活”等几个根本性的观念统一了起来而融为一体。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梁漱溟《敬答严敬斋先生》有关“礼”之后半部分的话了：
漱前为《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曾指出中国社会之唯一问题在求其从散漫入于组织（分言
之，则为政治的民治化，经济的社会化。）然此组织，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在西洋近代则有
其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法律；在中国未来则将靠其古先哲人所发明之“礼”。呜呼！此掬出
心肝之言也；欲明其所以然而祛天下之惑，盍真未易易也，因先生之言，一吐露所怀，此固
不能尽其辞。
 梁漱溟以“礼法”对举，其背后的依据正是我们已经讲到的“强力”，正是强制力的有无，构
成了法与礼的区分。传统之礼的根本精神在理性自觉，而这种理性自觉的精神如何导向“团体生
活”，则要靠教育的工作。或者反过来讲，教育能够得以成功的前提，正是中国人已经具有的理性
27） 《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全集》6－135、143。关于“理性早熟”，梁漱溟“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
的早熟（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乡村建设理论》，
《全集》2－181。
28） 《乡村建设理论》，《全集》2－180。
29） 《乡村建设理论》之《新组织即一新礼俗》部分，《全集》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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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礼俗传统。所以梁漱溟对于严敬斋发挥“古礼”的作用大为赞赏，而认为中国人要成功地
建立团体组织，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古圣先哲发明的“礼”。
 梁漱溟所做的是将教育和礼俗整合为一体，而非以教育取代礼俗。我们如果仅仅看乡村建设
研究院研究部开设的课程中，“乡村礼俗”仅仅是全部课程中的一项而已30），以及他并没有如严敬
斋那样恢复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会误解为他并没有将有关礼俗的思考贯穿整个的乡村建设。他实
际上是要恢复礼俗的根本精神（理性自觉），试图将乡村建设变为乡村居民的内在自觉的行动，而
这才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出路所在。
 本来梁漱溟之所以提出“教育－自觉－礼俗”这一中国未来的建国方针，是基于当时中国无力
统一，不能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颇为无奈的现实，用以取代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强
力硬造”的建国之路。他说：“须有强力才能硬造，你要捏造中国人，总得要有一个捏造者，而在
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天然要走教育的路，也就是要走理性的路，与强力恰恰相反。”31）而认为
中国建立不起中央政权，则是他早已形成的见解，在1927年他与作为广东革命政权负责人的李济
深谈话时，李认为最要紧的是国家统一，他即断然指出：“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
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32）
 但是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中共却在1949年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此新的
情形之下，融社会改造于教育亦即自觉的这一思路，却仍然为梁漱溟所奉行。这一思路甚至直接
和1953年他与毛泽东的冲突联系在一起。
 当时他直接触怒毛泽东的原因在于说出了工农生活相差得“九天九地”，被毛认为破坏“工农
联盟”，危及国之根本。梁漱溟其时看到的问题是，分到土地以后的农民各自管自己的生活，不太
能动员得起来了，这有点像他在1936年时候遇到的问题33）。就梁漱溟的立场而言，他对于小农的分
散经营也是不能认同的，认为这是向来缺乏团体生活的表现，他对于推进集体化是完全表示赞同
的，所以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他关于发挥教育的作用的设想，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
识中展开的。亦即他提到乡村干部的作风带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成分，他认为应当减少强
制性，让农民自觉自愿地接受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政策：“依我的理想，对于群众必须多下一点教育
功夫，单单强调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前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中的想法，这里不及谈。但
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34）以教育代替强制，化被动为自觉，让中国早熟的理性化解缺乏团
体生活的局面，这构成了梁漱溟贯穿建国前后以至终生行之的主张。
30） 可参见《梁淑敏问答录》，第52页。
31） 《乡村建设理论》之《新组织即一新礼俗》部分，《全集》2－279。
32） 《主编本刊（《村治》）之自白》，《全集》5－18。作者本人在《自述》中引用过本段，《全集》2－26。
33） 1935年梁漱溟所说的《我们的两大难处》之一，即“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乡村建设理论》附录，
《全集》2－573。
34） 《略记 9月 9日至18日的一段经过》，《全集》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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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构建以国家为核心的团体组织，从而解决现代中国面临的深刻危机，是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
的基本问题意识，而这一问题意识是外在于中国礼乐文化和儒学传统的；在梁漱溟看来，团体组
织不能建立，根源于传统中国的理性早熟和礼乐教化，而团体组织的建立却必须依靠理性自觉的
精神和礼俗习惯的培养；将礼俗与团体联系起来的根本方式是教育，教育启发理性自觉而指向合
作团结，这成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路径选择，正因如此，有关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得失和
意义的分析，应当聚焦于对此“教育”及其所依托的“礼俗”的分析，如此作出的批判才是内在
于梁漱溟自身理路的。
 不过，无论是梁漱溟自己30年代的体验―喜静厌动、安于现状的农民难以被“运动”起来，
还是50年代中央政府推动的合作化运动必须依赖政府强制才能推行，这些都说明了传统中国社会
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国家为核心的团体生活，均难以指望农民的自觉自愿以及基于农民理性的
“教育”所能完成，倘若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合作化以及通过扩大工农业“剪刀差”
的方式强力推进工业化，那么也就不会造成工人和农民分处“九天九地”的生活境地，那么梁漱
溟和毛泽东的争论与矛盾也就不会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的了。质言之，现代国家的团体生活这
一外生目标与趋向自由散漫的礼乐教化的内在传统之间的鸿沟如何填平，恐怕才是梁漱溟乡村建
设运动及其理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梁漱溟的论述和行动中并未解决。换言之，他
所说的通过教育所启发的理性自觉，何以必然指向合作团结，合作团结的目标何以是内在于理性
自觉中的，梁漱溟的论述并不足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这样一来，在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上，梁漱溟都面临难以回答的困境，例如，此“教育”
应该与传统的“教化”保持怎样的区别？“礼俗”所化之民怎样才能转化为“团体”的积极主动
的建设者？怎么实现传统的“家庭—天下”秩序向现代的“个人—国家”秩序的转变，而儒学传
统居于什么地位？
 不过，尽管如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及其理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在于，在应对现代
中国面临的挑战之际，应当积极寻找自身传统的内在资源以及关注基层社会自我演化的基本逻
辑。自身文化传统与基层社会的自发动力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及至今日，
何以在强大的国家政权之下，重建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我运转的机制，仍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
课题，而这一历史进程可以说正是梁漱溟在80年前探索的延续。
